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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

唐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导向
□杨升祥

唐代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

期，官吏的政绩考核制度日臻完备。

官员的政绩考核经两晋南北朝的试行，

全面考核官员政绩的导向更为明确。

一是负责官员政绩考核的机构设置和

考核方式趋于完善；二是政绩考核更

加注重共同标准与侧重标准相统一；

三是把政绩考核的结果公示，并与官

员的定级、晋升和奖罚相结合。

考课机构的完善体现了国家
对官员政绩考核的高度重视

唐朝主管官吏考课的机构为吏部考

功司。《唐六典》规定：“考功郎中

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唐

代的考课，即为官员任期内每年度与

四年一次的政绩考核。早在唐初武德

（618—626 年）年间，唐朝政府即着

手制定考课法。贞观年间，考课法作

为《唐令》的第一篇法规颁布实施。

其中，明确规定了考核官吏的机构、

权属与方式。考核机构由吏部主管，

并由吏部选定“考功郎中、员外郎各

一人，掌管文武百官功过善恶的考核

方式及其行状。吏部的考功郎中与考

功员外郎专管官员的政绩考核事务，

后来改为由给事中、中书舍各一人为

监考使，以考功郎中负责京官的政绩

考核，以员外郎负责外派官员的考核。

德宗贞元（785—805 年）以后，考功

郎中、考功员外郎仍负原有考评职责，

由给事中审校京官的考核，中书舍人

审校外派官员的考核。按照唐制，吏

部考核对象只限四品以下的官员，虽

然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掌管文武百

官功过善恶之考核，并非指朝中所有

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四品以下官吏的

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则“进名所内考，

非有司所得专”，即三品以上的高级

官吏，不由他们考核，而由皇帝亲自

考核。

唐朝的官员政绩考核之权归中央

掌握，具体事宜由吏部负责，有时由

皇帝直接委派朝廷大员主持。为了防

止主持考课官员和被考核官吏舞弊，

皇帝一方面派大员到各地巡察考核官

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制定了官员课

考的辅助性法令，明确规定，如果对

官吏的考课不实，所奖赏、升迁的官

员同其政绩相违背，或不称职，则对

负责考课的官员以“贡举非其人”的

条令，减一等定罪。这也是唐朝政绩

考核制度趋于完善的一个标志。唐代

的课考之日，极其隆重。皇帝为最高

主考官，特派德高望重的宰相二人充

任内外官考使，御史大夫或其他高级

官员为监考使。但是，各级官员政绩

考核的具体工作还是由吏部的官员负

责运作。唐代考课，前期过严；安史

之乱后，则失之过宽。如何使官员的

政绩考核做到科学规范、宽严适度，

唐朝以降，各朝均在探索。但上述课

考机构的设置和主管课考官员拥有权

力，引起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对于

各级官员必须接受考核具有导向作用。

共同标准与侧重标准相结合
体现出全面考核政绩的要求

唐代的政绩考核制度规定，每年一

小考，四年一大考。考核的方法是：

各有关部门主管长官根据国家规定的

“四善”“二十七最”的政绩考核标

准，对所属官员进行年终一次的小考

核及四年一次的大考核，并把对官员

考核的普遍性标准与特殊性标准相结

合，这就增强了政绩考核的全面性、

专业性和导向性。

“四善”是国家对各级官吏考核的

共同标准，强调了为官掌权的共同标

准和共同要求，是考核各级官员政绩

的统一标准。“二十七最”则是考核

各级官员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是否履

职尽责，是侧重于官员的职责岗位和

不同业务的考核标准，突出了对各级

专门机构官员的考核要求，主要考核

其在单位时间内（一年或四年），所

属部门和地区户口增减、农桑垦植、

漕运水利、钱谷运输、仓储周转、盗

贼讼狱、灾情处置、教育选举、治安

状况等关系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完成情

况。唐代官吏政绩考核的标准不是一

成不变的，一些皇帝还时常根据当时

的需要，对官员的考绩临时下诏，附

加特殊标准和要求。如唐太宗时曾把

增加人口、开垦荒地的多少作为政绩

考核的标准，这虽然能应一时之急，

但缺乏政绩考核的稳定性。

把政绩考核结果与官员定级、
奖惩、任职和晋升相结合

唐代的政绩考核制度趋于完善的

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根据对官员的考

核结果确定等级，并把官员考评的等

级与奖惩、任职和晋升挂钩。由此，

不仅明确了官员考核的共同标准，而

且制定了各有区别、各有侧重的具体

考核标准，并根据政绩考核的结果，

确定官员的等级，通过考核与评级制

度，使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任职、晋升

等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引导、激励、

约束各级官吏忠于皇权、履职尽责，

坚持操守，对于防止渎职、疏于职守、

贪赃枉法，具有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

用。

对于朝内各级官吏，经过考核后，

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一最四善

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

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

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

闻者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者

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者为下

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者为下下。

若于善最之外，别可嘉尚；及罪虽成

殿，而情状可矜；虽不成殿，而情状

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时量

定。这对于各级官吏而言，能够进入

哪个等级，直接关系到任职或升迁。

对于外派的官员，不分职别，实行

统一的四项考核标准。并根据官员政

绩考核的结果，一般定为四个等级，

即“清谨助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

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

相对于朝内的各级官吏而言，这四项

标准不仅过于笼统，而且根据这些考

核标准，确定官员的考核等级，过于

轻率也有失公正。

公开宣议各级官员的考核等级。凡

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京

官皆集于尚书省，对众读议其优劣等

第；外地官员由本州长官唱第等级，

然后送省奏闻。官吏经考核定等之后，

吏部要发给应考人“考牒”，作为凭

证。考课按每年的功过行能定考，唐

制规定，从任官之日，到考核之日，

已有二百日者，即可参加考核。但请

假逾百日，或停止工作一年以上者，

不得参加考核。唐代考课，对地方州、

县长官的考核很严格，除上述四善二

十七最以外，按惯例要依所管区域户

口之增减，农田耕垦与收获如何，以

定考核等级。如有抚育有方、户口增

益，各准现有户口为十分，每加一分，

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如户口减少者，

亦每一分降一等。这是封建政府一贯

重视国家人口增长、农业发展的具体

表现。确定官员考核的等级后，由吏

部会同有关部门或由皇上决定官员是

否继续任职或晋升。

根据官员政绩考核的优劣给以奖

惩。官吏的政绩考核结束后，按照有

关部门评定的等级继之以加禄或减

禄、晋升或降职等奖惩措施。按照唐

制，小 考（即 每 年 一 次 的 政 绩 考

核），赏之以加禄，罚之以夺禄。大

考（即四年一次的政绩考核），赏之

以晋升，罚之以降职。重者则免除

官，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重

罚。唐代官吏，一般都要凭考课进阶

升级，“凡居官必四考，四考考中，

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

阶，上下进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

至五品以上者，奏而别叙。”唐初的

考课令还规定：考在中上以上，每进

一等，加禄一季；中中者守本禄；中

下以下者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唐代

官员的政绩考核没有采取“一考定终

身”的办法，对于曾因过失而被贬官

者，如果还能干出政绩，经考课优异

者，也可照样进阶升官。如韩愈、刘

禹锡皆曾被贬官，后均被起用选拔至

中央任职。

总之，唐代在中国古代史上首次比

较全面、较为严格地推行了官吏政绩

考核制度，特别是考核标准的完善，

考核结果与定级、任职、奖惩、晋升

相结合的政绩考核导向，对于唐代出

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有着密切的关

系。当然，受封建社会制度的局限，

即使某些制度有其优长，但在实施过

程中也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或

制约，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纵死犹闻侠骨香

□朱 昆

在晚清的时代巨变中，知

识分子的人生观念悄然发生

着变化，自我价值在革命进

程中的确立和消解促使每个

人思考如何对待个体生命和

社会理想两者间的关系。烈

士化心态的出现是晚清知识

群体的重要心理特征。

历史的脚步迈进 20 世纪

的大门，虽然中国依然没有

摆脱国贫民弱的困局，《马

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

署更令本已岌岌可危的时局

雪上加霜，知识分子却表现

出亢奋的精神状态，飞扬的

文字间充满了自信的豪情。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梁

启超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

去国怀乡本是人生之哀，再

加上变法大业失败更应该是

牢骚满腹，但在去日本的途

中，梁启超却写下了激扬的

诗篇《去国行》：“⋯⋯吁嗟

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

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

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

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

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

待春回终当有东风。”诗中

虽有块垒难浇的郁曲、恩仇

未付的不平，但忧虑中彰显

的是激越的情怀，建立伟业

的渴望和期待。甲午战败后

的忧惧正逐渐被昂扬的民族

豪情所替代。这反映了时代

的风貌，特别是知识分子内

心的微妙变化。从自卑到自

信，由忧惧到振奋。

试图通过激烈的行为来拯

救时局说明了晚清士人心态

的转变。谭嗣同在《仁学》

中明言：“吾华人慎毋言华

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

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

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

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

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

不能做改变国运的华盛顿、

拿破仑，也要做敢于反抗强

权的陈涉、杨玄感，推崇任

侠的谭嗣同成为了后世的偶

像。谭嗣同用春秋时期扶救

赵孤的程婴和公孙杵臼、倒

幕志士西乡隆盛和僧人月照

来比拟自己和梁启超，表明

自己慷慨赴死的决心。日本

友人劝谭嗣同避难海外，他

毅然道：“各国变法，无不

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

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

不 昌 也。有 之，请 自 嗣 同

始。”谭嗣同表现出的牺牲

精神，给晚清士人以振奋，

开启了他们崇尚流血、勇于

献身的人生大幕。清廷举起

屠刀本意是恫吓知识阶层，

结果是谭嗣同为变法引颈就

戮使知识分子更清醒地意识

到暴力对改变时局的必要性。

生死关乎国家命运、民族

大义，舍生取义成为知识群

体的人生选择。暗杀、自杀

被赋予巨大的社会意义成为

时代的特征，知识精英的人

生轨迹被涂抹上一丝血色。

1901 年李群在《清议报》发

表了《杀人篇》一文，将“杀

人”推崇到了极致：“支那

其亡矣，支那其亡矣！亡而

存之有术，是惟杀人。”杀

人流血被视为再造文明所必

须付出的代价，“民贼之血、

贵族之血、百姓之血，与志

士之血相揉相济相倾相搏，

而文明以生。”身处晚清乱

世之中牺牲成了所有人都难

以回避的人生抉择。对革命

党人而言以极端激烈的手段

塑就民族意识，改造国民精

神，重建人生观念是实现国

家复兴必然手段，在他们看

来列强之强究其因在于其国

魂强，革命党人汲汲以求的

国魂，它的实现过程与铁血

主义密不可分。

革命鼓吹的目的是希望更

多人投身于革命事业，而革

命的行动则需要革命的宣传

赋予其合理性。当知识分子

的笔端充盈着剑气，写下的

文字都浸润着血色时，牺牲

成了人生的重要选择。以谋

刺出洋五大臣而闻名的吴樾

写有《暗杀时代》一文，这

是一篇时代奇文，不仅有着

笔力千钧、豪情激荡的阳刚

之气，还有着深沉悲愤、忧

思满怀的慷慨之音。全文细

致展现了一位革命党人的心

路。他在文中写道：“夫排

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

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

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

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

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

之时代也。”吴樾观点的局

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将个人

奋争凌驾于发动群众参与革

命之上，是清末革命党人起

义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不

过这种赞扬极端个人英雄主

义的文字又的确具有令天下

志士豪杰相砥砺的感召力，

现实的黑暗、民众的麻木都

需要前行者具有一种大无畏

的英雄情怀。英雄与时势的

紧密相连，当整个社会处于

变革时代的焦虑中，特别是

当国民精神陷入萎靡不振时，

革命者采取激烈行为不仅仅

是个人选择，更是道德宣示。

晚清志士留在历史记忆中视

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形象，

它的确反映知识阶层内心的

激愤，这是一个讴歌牺牲、

呼唤英雄的年代。

清末十年中国的政治形势

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清廷并非不思振作，晚清新

政不论是出于外部压力所迫

还是出于维系自身统治地位

的考虑，至少表明了清政府

寻求变革自新的态度，但是

没有得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认

同，他们把立宪视为清政府

欺骗民众的把戏，出现这个

结果与清政府试图通过恐怖

镇压的手段扑灭革命火种密

切相关。从“戊戌六君子”

到“自立军”起义再到同盟

会成立，清廷的屠刀挥舞得

越猛烈，前仆后继者愈众。

酷法严刑下血肉横飞的情景

经过革命刊物的渲染，带来

的效果不是恫吓而是义愤，

政府与知识精英的不信任最

终导致两者严重对立。即便

是不赞同暴力革命的梁启超

在《释革》一文中写道：“国

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

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

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

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

始。”大变革成为时代的共

识，抱残守缺的做法成为千

夫所指，试图在体制内解决

问题变得极其困难，暴力革

命成了不二之选，对烈士人

生的向往成了众多知识分子

的心声。

“纵死犹闻侠骨香”是晚

清知识分子人生态度的写照，

死并不恐怖，甚至残酷血腥的

死亡可以用诗意包裹成浪漫情

怀。从实际效果来看革命党人

并未达到目的，如吴樾这样出

师未捷身先死者不在少数，即

便是成功谋刺一二大员恐怕也

很难改变时局。其实刺杀的结

果只是革命党人考虑的一部

分，以生命践行理想以达成人

生价值则更为重要，烈士的称

号是对这一方式的最高褒奖，

《革命之心理》中写道：“得

一英雄，诚不得一烈士，英雄

罕能真，烈士不可以伪也。一

以权谋胜，一以骨气胜。”英

雄与烈士的区别在于是否敢于

殒身不恤，革命行为的价值判

定是以道德高下来决定的，身

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侠骨

香”这一人生信念。如果从这

点考虑的话，晚清知识分子的

激烈行为正是个体生命为了实

现革命这一崇高理想所能贡献

的最大价值。

中外制度史

□徐华娟

2013年 10月 30日，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会同枢密院通过了获得议会

主要政党支持的皇家特许状，并在白

金汉宫为特许状盖了印章。根据新的

皇家特许状，媒体一直争取的所谓“自

我约束”的自律体系宣告结束，官方

报业监管机构成立。对此，英国《每

日邮报》说，皇家特许状颁布的这一

天，“英国的言论自由走入黑暗”。

英国《太阳报》称，皇家特许状的颁

布一点不光彩，完全是各政党密谋决

定的，他们的决定让英国持续了 300年

的言论自由走到尽头。英国主要媒体

报端都直言这一天是他们所面对的“最

黑暗一天”。英国政界和司法界却认

为这一举措解决了当局亟待重拳出击

的问题，即媒体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没有职业操守甚至发生窃听等连环丑

闻。然而，对于英国出版业产生以来

国家权力对其监管的历史变迁，确实

值得我们认真追溯一下。

英国出版业的出现，始于引进印刷

机的英国第一个印刷出版家——威廉�

卡克斯顿。1476 年，威廉�卡克斯顿

从德国科隆学习了德国人约翰�古登堡

改进的活版印刷术，回到英国后在伦敦

的西敏斯特教堂建立了第一家印刷所，

并于第二年出版了第一本活字印刷书

《哲人语录》，从而开创了英国的印刷

出版业。英国各地不仅印刷文学书籍，

如卡克斯顿翻译出版的《坎特伯雷故事

集》《亚瑟王之死》《伊索寓言》《列

那狐的故事》等对英国早期文学贡献极

大的书籍，而且此后的 100多年还不断

出现不定期出版的新闻书，以重大事件

的报道为主要内容，这类书籍具有新闻

的性质，被业内人士视为报纸的最早形

态。

英国出版业的方兴未艾，与都铎王

朝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和由此引发的宗教

改革运动有着很大关系。已婚的亨利八

世要与女官安妮�博林结婚，首先要与

凯瑟琳王后离婚，而天主教是严禁离婚

的，若要离婚就需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于是亨利八世得到宠臣沃尔西的指点，

利用《旧约�利未记》中“没有子嗣”

的预言来说明自己当初娶了寡嫂、玷污

了长兄阿瑟名声而受到没有子嗣的惩

罚，并以此为由向罗马教廷提出离婚，

与凯瑟琳对簿公堂。离婚案的不顺利使

亨利八世趁机摆脱罗马教廷，宣布国教

独立，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各式各样

的新教思想迅速涌入英国本土。从亨利

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极具变化的宗教

政策并不能使所有人都能接受，宗教思

想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混乱。因此，光荣

革命之前，打击非法的出版业和中伤王

室的言论有利于加强中央统治，维护王

权的威信。控制舆论、打击非法出版物

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手段。1528年，

英王亨利八世下令限制印刷业的发展。

1530 年，在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推

动下，王室颁布法令，“为反击和抵制

该诅咒的路德教异端在国内的散布”而

列出 14 本违禁书，要求书的主人把这

些书上交给牧师并向上帝进行忏悔，这

标志着王室第一次企图对图书的生产和

传播进行限制和控制。1536 年亨利八

世颁布法令规定：“任何攻击国王及王

室威严的书必须在 40 天内上交给忏悔

牧师或大法官莫尔。”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

通过王室法令和国家官僚机构逐步确立

起维护绝对主义统治的出版前审查制

度。1538 年，为巩固国教地位，防止

极端改革者对政权的危害，亨利八世颁

布法令，要求“禁止或避免用英文印刷

错误及异端的观点”，正式建立皇家特

许制度，规定所有出版物均须经过特

许，否则禁止出版。1557 年，玛丽女

王下令成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规定只

有经过女王特许的印刷商才能从事印刷

出版。因为分散的出版物不利于王朝加

强中央统治，尤其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

治时期，她作为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

私生女的出身遭到民众的质疑。甚至在

接见法国使节时，就连法国使节也对她

表现出明显的轻视，声称无法判定她是

否英国合法女王。1566 年，伊丽莎白

一世通过英国的王室法院颁布一项旨在

规范英国出版业的法令，即《星室法庭

法令》（Star Chamber Decree），严厉

管制出版活动，法令规定“一切印刷品

均须登记”“有搜查、扣押、没收非法

出版物及逮捕嫌疑犯的权力”等。这也

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出版业的法

令。该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和出版违反法

规、禁令和印刷特权条例的出版物，并

且还授予书商公会监察和查禁违背法令

的出版物的特权。这个法令表面上是英

国王室同书商公会的合作，但本质上是

将书商公会纳入王室的统治之下，即书

商公会的出版自由必需得到星室法庭的

支持。

《星室法庭法令》的颁布不是根据

《大宪章》以来确立的“王在法下”的

原则，而是依照国王个人的意愿。因

此，根据星法院法令规范的出版业即是

国王控制下的出版。1570 年，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一世又将枢密院（君主的顾

问机构）的司法委员会改组为直属女王

的皇家出版法庭。至资产阶级革命前

夕，星室法庭（Star Chamber）一直与

枢密院、高等法院等同为英国历史上最

重要的专制机器，特别在对出版商的惩

治上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星室法庭

在其辉煌一时的生涯里一度是英国专制

制度的象征。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评

价它是“英国报纸出现前一长段历史中

禁止自由发表意见的又一障碍”。

17 世纪出版业与政权压制进行了

长久的抗争。直至 1641 年由王室管制

出版的“星室法院特许令”在抗争下取

消，1694 年“报纸执照令”被废除。

英国从此开启了整个世界的“出版自

由”的历史，“任何人均可办报”。

1695 年废除《许可证法》，实行出版

登记制，建立事后惩罚滥用出版自由行

为的制度，标志着出版前检查制度的废

止和整个欧洲图书审查制度的衰落。英

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追惩制的国家。

从此，300多年来英国新闻媒体一直标

榜其行业自律体系的完美。然而，近半

个世纪以来新闻媒体监管的失却使其连

爆窃听等丑闻直接导致了其自律神话的

破灭。

虽然英国媒体 10月 30日还试图争

取通过法律途径阻止通过官方监管制

度，但未能成功。英国《卫报》抱怨

说：“赢得自由表达的权利很难，失去

却很容易。”首相卡梅伦认为最终由官

方监管媒体的制度的诞生，其最重要的

依据之一即皇家特许状。值得注意的

是，为什么此次不采取议会立法而是采

用起源于 1066 年古老的皇家特许状

（Royal Charter）的形式，即由英国国

王签发的正式文书来确定？这是因为

“皇家特许状”自产生那天起其本身就

具备了契约的性质。依照古老的惯例，

皇家特许状写在羊皮纸上，不同于具有

时效性的委任状或者令状，它具有永久

有效的特性。新的皇家特许状不仅规定

了新的监督机构拥有的权利与责任，也

保证了政府或机构本身均无法对其轻易

修改的性质。正如英国《经济学人》的

评价：“王室特许有 1000 年的历史，

东印度公司和 BBC 都有特许。如果媒

体监管也有王室特许，意味着无需立法

就有坚实的监管基础。”

依照女王盖有印章的皇家特许状建

立媒体监管机构可以使政府免受“侵犯

新闻自由”的指责。另外，无论英国各

家媒体如何抨击和抵制，作为政府绝对

不能再放任所谓媒体自由而放弃充当

“守夜人”和“看门人”的责任，连曝

丑闻的事实已经证明放任的后果势必会

损坏国家形象。而英国媒体监管无论采

取怎样的形式，其目的无疑是明确的，

即找到一条能够维系政府体制和媒体行

业健康有序运行的平衡的路径。新闻媒

体监管，在信息爆炸和传播手段多样化

的大数据时代里，无疑是一个试图兼顾

各方利益、保持新闻媒体自由和维护道

德操守的动态过程。

英国媒体监管的前世今生

——浅析晚清知识分子烈士化心态

中华春秋


